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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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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德医学关系史是中德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呈现出

如下特点：第一，围绕“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和“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的个案研究较多，缺乏对中德

医学关系史的整体研究；第二，从德国角度探讨中德医学关系发展的研究较多，少有针对中国对其影响的

研究；第三，“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极为重要，但这一视角未全面地应用于

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中。为完善我国的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需要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多种史料的

搜集、解读与运用，加强学科互动与国际交流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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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There have been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which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re are many case studies around the two topics: “th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Germany” and “the German medical expansion of Germany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lack of overal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Secondly, most 
studies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rmany, with few 
studies focusing on China’s impact on it; influence. Thirdly, the rise of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but this perspective has not 
yet been ful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e whol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in China, more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in combining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collecting,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trengthening 
disciplinary intera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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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作为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

域，在中德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显著地位。

无论是医学知识的跨国传递，还是医疗活动在

两国的开展，都与同时期的中德关系密切相关。

中德医学关系也是当代中德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1984 年分别成立于中国的“中德医学协会”

（Chinesisch-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Medizin）

和德国的“德中医学协会”（Deutsch-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für Medizin）不仅体现了中德之间

医学交往的活跃性，也有助于推动两国友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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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持续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和探

讨中德间的医学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医学的交流

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至今还无针对中德

医学关系史的整体研究，但国内外学界围绕相

关问题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已有研究主要以

德国为中心围绕两个路径展开：第一，关注中

医在德国传播中，德国人对中医的认知、研究

与实践等问题；第二，探讨德国医学进入中国

的过程中，德国以医学为手段推动其在华扩张。

鉴于尚无专文对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进

行评述，本文计划从梳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状

况出发，并以此为基础，对应如何探讨和书写

中德医学关系史进行思考，以期推动该研究领

域的发展。

一、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

中医海外传播的历史悠久，德国是较早接

触到中医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医在德国广泛传

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中叶。在国

内外学界的研究中，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常被

作为中医西传的组成部分进行阐释。[1]-[5] 这些

研究倾向于把欧洲当作文化整体，缺乏对不同

国家的分析。然而，不仅中医本身，欧洲各国

的医学发展、文化氛围、政治环境等因素都影

响着中医在各国的接受与研究，使中医在各国

的传播呈现出不同特点。所以，专门探讨中医

在各国的发展对于深入理解中医西传的历史十

分必要。学界关于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历史已有

专门研究。虽然相关研究侧重史实介绍，缺少

从历史背景出发的深度分析，但中医德传的阶

段性特征在已有研究中已较明显。基于中医在

德国的传播范围，左言富将其传播过程分为：

17-19 世纪初，19-20 世纪中叶，1950 年至今；[6]

范延妮则按照传播内容将其划分为：以针灸和

中药的传播为主的 17-18 世纪，以翻译介绍法

医学、炼丹术、本草学著述为主的 19 世纪，和

以编译中医经典著作和教材为主的 20 世纪。[7]

虽然二人的划分标准不同，但为我们整体了解

中医在德国的传播脉络奠定了基础。

由于相比于中医的基础理论以及中药、推

拿等中医疗法，针灸更为德国人熟知，也较早

被德国医学工作者实践，所以学界还针对针灸

在德国的传播史进行了专门探讨。汉斯 - 于尔

根·阿诺德（Hans-Jürgen Arnold）的专著《针

刺术在德国的历史》[8] 是探讨针灸在德国历史

的首部学术专著。作者从德国的医学发展、社

会环境等角度阐释了针刺术在德国的历史。他

认为针刺术在德国的传播经历了从报道中的新

奇治疗技术（1650-1800）、到没有理论依据的

尝 试（1800-1850）、 再 到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使 用

（1950-1970）、最后到当下作为麻醉方法的针刺

（1971-）四个时期，并指出，针刺术在德国乃

至西方医学中一直不受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

中医学理论无法通过西方医学得到解释和检验。

此外，虽然一些论文也梳理了针灸在德国的发

展脉络，但主要侧重于对当代的探讨。[9]-[11]

除长时段的探讨外，关于中医在德国的传

播史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时期展开。

1. 16-18 世纪的中医德传

16–18 世纪是中医在德国广泛传播的初始

阶段，欧洲传教士和海外医生的著述为德国

人 了 解 中 医 创 造 了 条 件。 沃 尔 夫 冈· 米 歇 尔

（Wolfgang Michel）的研究呈现了中医和受中

医影响的日本医学在 17-18 世纪早期德国的传

播。[12] 他指出，由于来自欧洲的远东观察者没

有区分中日医学，且主要从欧洲医学的视角译

介中医，所以，在将医学信息传向德国的过程

中导致了很多误解，阻碍了中医在德国的后续

发展。以米歇尔教授的研究为基础，袁玮蔓进

一步探讨了 16-18 世纪德国人的中医研究，并

提出，德国研究者对中药和脉学基本持积极态

度，对针灸的态度经历了从好奇推崇到批评拒

绝的转变，直到 18 世纪末，对中医的负面观点

在德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13]

还有学者专门关注了针灸、中药在德国的

传播。荷兰东印度公司传教士赫尔曼·布绍夫

（Hermann Buschoff）首次把灸法作为治疗痛风

的有效方法介绍到了欧洲。米歇尔结合欧洲医

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欧洲医生对布绍夫文稿

《足痛风》（Het Podagra）的接受为出发点，详

细探讨了当时欧洲医学界，其中包括本哈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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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吉尔弗斯（Bernhard Wilhelm Geilfuß）、马赛

厄斯·戈特弗里德·普尔曼（Matthias Gottfried 
Purmann）、 恩 格 尔 贝 特· 坎 普 弗 尔（Engelbert 
Kämpfer）等德国医生对灸法的研究和实践。[14]

伊尔格马尔德·穆勒（Irmgard Müller）主要关

注了中药在德国的传播，他以“利奥波第那科

学院”院刊①为主要史料，研究了 17 世纪后半

叶德国医学界对中药材的研究与实践，并指出，

从院刊中的发表来看，18 世纪后德国人对中药

材的兴趣逐渐下降。[15]

这些研究阐释了 16–18 世纪的中医德传以

德国医学的发展为导向，德国人对中医的态度

经历了从最初的积极研究到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

走向质疑、甚至否定的转变。不过，可以看到，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医传入德国后的情况，对

于在中医德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以

及传播的具体路径等问题还缺少深入研究。在

这方面，学界已关注了德国籍耶稣会士邓玉

函（Johannes Schreck）、荷兰东印度公司德国

医生安德里亚斯·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

德 国 汉 学 家 克 里 斯 蒂 安· 门 采 尔（Christian 
Mentzel）等人在中医德传中的贡献，[16]-[20] 但

对传播过程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

2. 19-20 世纪初期德国人的中医认知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随着西方医学发展及

中西关系逆转而引发和加剧的欧洲人对中医兴

趣的下降和评价的走低，中医在德国传播的第

一阶段也宣告结束。19 世纪后虽然更多的德国

人来到中国，接触到中医，将关于中医的各种

信息传递回德国，但德国人对中医的态度已发

生转变。因此，德国人对中医的认知构成了学

界研究这一时期中医德传的主要内容。

孙立新以 19 世纪来华德国新教传教士写

作的中国报告为基础，分析了这些传教士的中

医观点；他以“迷信、猜想和正确的混合物”

（Agglomerat von Aberglauben, Vermutung und 
Richtigem）为标题内容总结了传教士的中医观

点，并认为这些观点主要以西方医学为标准。[21]

孙立新的研究部分地展现了 19 世纪德国人的中

医观点。袁玮蔓以 19–20 世纪初德国海外扩张

时期形成的有关中国医疗卫生的德文著述为研

究对象，专门探讨了这一时期德国人对中医的

观点和书写。[22] 她指出，这一时期德国人对中

医基本上持轻视、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德

国人关于中医的既有看法和他们与中医的实际

接触共同影响了德国人的中医书写。

上述研究不仅探析了 19–20 世纪初德国人

对中医的负面认知及其成因，相关史料的搜集

和汇总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对于

德国人关于中医的这些认知及著述对德国和中

国的影响以及在中德关系史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还有待深入探索。袁玮蔓通过探讨这一时期来

华德国人的中医典籍译介指出，通过译介活动，

中医基础理论、专科疗法、文化传统被引入德

国，对德国的中医研究、热带医学、汉学研究

产生了影响，[23] 初步尝试了对德国人中医书写

影响的思考。

3.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的中医研究

在一战后西方“东方文化热”的背景下，

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文化也受到德国人的重

视，德国学界再次开启了对中医的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德国医生、医学史

家 许 宝 德（Franz Hübotter） 是 德 国 中 医 研 究

的重要人物。汉斯 - 罗伯特·高德曼（Hanns-
Robert Goldmann）以原始档案和口述史料为

基础，首次细致梳理了许宝德的生平及其中西

医作品；[24] 虽然不是以对许宝德中医著述的分

析为主，但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以许

宝德的中医作品为中心，学界展开了不同角度

的研究。李雪涛探讨了作为汉学家的许宝德对

中国医学及药物学的研究。[25] 他指出，20 世

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既丰富了德国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由于其与中国学界的密

切互动反哺到了中国学术界；不过，并没有具

①“利奥波第那科学院”原为 1652 年成立的“自然科学院”（Academia Naturae Curiosorum），1687 年改称为“神圣罗马帝
国利奥波第那自然科学院”（Sacri Romani Imperii Academia Caesareo-Leopoldina Naturae Curiosorum），简称“利奥波第那
科学院”。院刊《日耳曼自然科学院医学 - 物理学期刊或杂集》（Miscellanea Curiosa sive Ephemeridium Medico-physicarum 
Germanicarum Academiae Naturae Curiosorum），简称《杂集》，自 1670 年开始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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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阐释许宝德中医研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刘

芳超重点关注了许宝德的中医著述，认为他对

中医的关注突破了时代局限性。[26] 张雪洋从翻

译学角度阐释了许宝德的重要中医学著作，即

1929 年 出 版 的《 中 华 医 学 》（Die Chinesische 
Medizin zu Beginn des XX. 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她指出，许宝

德虽然在翻译和理解中医方面存在少许偏差，

但《中华医学》是 20 世纪初欧洲最为出色的中

医学著作之一，为西方人认知中医奠定了重要

基础。[27]

这些研究细致梳理和积极评价了许宝德及

其中医贡献，但相比于许宝德，针对这一时期

德国中医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威利·哈尔特拿

（Willy Hartner）的研究则较少。作为汉学家的

哈尔特拿以东方科技史研究见长，并基于大量

中外文医学文献写作了“古代中国的治疗术”[28]，

[29] 一文。虽然文树德（Paul Unschuld）、[30] 李

雪涛 [25] 等学者都提到过哈尔特拿的中医研究，

但尚未展开系统探讨。对哈尔特拿的研究将是

对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中医研究的重要补充，有

助于推动对这一时期中医德传问题的思考。

二、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

德国医学进入中国是中德医学关系史的另

一侧面，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来华

的德国籍传教士；不过传教士的医疗活动以传

教为首要目的，不带有扩张德国医学的主观意

识。在鸦片战争后德国在华扩张的进程中，医

学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

范围和影响日益扩大。相比于传教士，在民族

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下，19 世纪中后期以来德

国人在中国展开的医疗活动更带有德国色彩。

因此，19-20 世纪中叶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构

成了德国医学入华及在华发展的主要内容。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沃尔夫冈·埃

卡 特（Wolfgang Eckart） 的 著 作《1897-1914
年间在中国的德国医生——德意志第二帝国中

作为文化使命的医疗卫生》[31] 是迄今为止探讨

这一时期德国在华医学扩张最为全面的研究。

该书以丰富的德文原始档案为基础，详细论述

了德国在华扩张时期德国医生推行的医疗卫生

措施、医疗传教、医学教育等活动。尽管作者

也简述了一战后至 1937 年间德国在华的医疗活

动，不过该书的主体内容局限于一战前。在研

究思路上，作者主要强调了医学在德国在华扩

张中的工具性作用，缺少对中国在其中的作用

以及中德间交往与互动的关注。与这一课题相

关的其他研究主要涉及了 19-20 世纪中叶德国

在华医学扩张的某个方面。

1. 医疗传教

基督教传教士是德国在华医疗事业的先行

者，之后又有专门的医疗传教士被派往中国，

他们在中国展开了大量医疗活动。有关德国在

华的医疗传教，在由德国（医疗）传教士以及

德国教会编写出版的资料中多有涉及。这些文

献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虽然学界缺

少对 19-20 世纪中叶德国在华医疗传教的系统

分析，但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德国教会

在中国的医疗活动。

很多研究关注了德国在华医疗传教的性质

与影响。君特·里德尔（Günther Riedl）梳理

了由巴勉会（Rh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在东莞设立的普济医院的历史及以普济医院为

中心展开的医疗活动和传教工作，肯定了普济

医院医疗救治、医学教育等活动的贡献，并强

调“医疗传教不应被用作基督教传教的推动力，

而是具有无目的的内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

才直接体现了上帝之爱”。[32] 李乐曾总结了近

代德国传教会在华开办的医疗机构，指出这些

医疗机构“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与开放”“消

除迷信与愚昧”“缓和了外国传教士与当地居

民的关系”。[33] 不同于上述积极评价，孙立新

以 19 世纪德国来华新教传教士为例，认为这些

传教士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体现；医疗

作为辅助工具推动了德国在华传教的开展，具

有功利主义的目的性。[34]

在以中医为主流的社会中，德国医疗传教

士在华的医疗活动往往进展不顺利，因此，他

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互动等细节问题也得到

了探讨。孔正滔（Thoralf Klein）在关于巴色

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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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Basler Mission） 在 广 东 传 教 的 研 究 中 指

出，要融入当地的医疗环境，医疗传教士不仅

要证明西医在某些领域强于中医，还要致力于

培养中国助手。[35] 瓦尔特·布鲁克豪森（Walter 
Bruchhausen）较详细地阐述了 19 世纪晚期巴

色会和巴勉会的医疗传教士为在东莞展开医疗

传教工作而采取的迎合当地民众的方式：采用

中医的某些方法、培训中国助手、贬低中国

的医疗卫生和中国西医的医术医德等，突出

了殖民扩张时代中德在医学层面的互动关系。 
[36] 细化医疗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接触展现了医

疗传教的复杂性，推动了对德国医疗传教及其

影响的深入理解。

2. 军事医疗

伴随德国在华武力扩张而来的军事医疗也

是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占

胶澳”是近代中德关系史中的重要课题，德国

在胶澳租借地的军事医疗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

的关注。

很多学者探讨了胶澳总督府的医疗卫生措

施及影响。对于德国来说，医疗卫生措施不仅

改善了德国驻军的健康状况，[37] 还是总督府

巩固其统治的工具。[38] 在对中国的影响方面，

则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黄福得 [39] 和崔文龙
[40] 强调，德国在医疗卫生政策制定和实施过

程中体现了对当地华人的忽视与歧视；毕能艳

（Annette S. Biener）[41] 和杨发源 [42] 认为，德

国的医疗卫生活动推动了当地医疗卫生现代化

的发展；刘希洋综合了上述两种倾向，在强调

德国卫生治理和疫情防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

批判了其中存在的缺陷。[43]，[44]

探讨胶澳军医医疗不仅要关注总督府的医

疗卫生措施，也要分析这些措施的基础，即其

背后的主观动机和心态。因此，一些学者专门

研究了作为胶澳军事医疗直接实施者的海军

医生。汉斯 - 格奥尔格·海尔姆（Hans-Georg 
Helm）探讨了派驻济南华人医院的德国胶澳军

医。[45] 他指出，这些德国军医在作为医院医生

的同时，还有调查当地医疗状况、密切与政府

官员关系、获取当地民众信任、搜集山东省军

政信息等任务。在对胶澳军医的分析中，袁玮

蔓认为，胶澳军医的医疗实践与写作虽然在客

观上推动了中西医交流，[46] 但其与德国的帝国

扩张意识密切相关。[47]

可以看到，学界关于德国在胶澳租借地军

事医疗的研究已较充分。不过，对于德国在华

军事医疗的另一重要组成，即义和团运动时期

随德国东亚远征军来华的德国军医的探讨则较

少。除关于德国东亚远征军的研究涉及随军来

华的德国军医及其活动外，埃卡特对远征军军

事医疗构成和发展的探讨，[48]是目前唯一针对

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不过尚缺少对随军而来

的德国军医的具体活动及其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3. 医学教育

德国在华的医学教育也是德国在华医学扩

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海德文医工学堂在

近代中德文化关系中的显著地位和贡献，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一些学者强调了上海德文医工学堂的积极

作用。例如：弗朗索瓦·克雷斯勒（Françoise 
Kreissler）梳理了从上海德文医工学堂到同济

大学的历史。[49] 她认为，虽然上海德文医工

学堂是德国意图向中国输出其文化的产物，但

它在一战后得以延续，因此，应被看作是中德

文化领域合作的典范。黄逸在整体探讨 1871–
1918 年德国在华教育问题时，突出了上海德文

医工学堂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的贡献。[50]

也有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角度分析上海德

文医工学堂的研究。例如：罗斯维塔·莱茵波

特（Roswitha Reinbothe） 反 对 对 德 文 医 工 学

堂的积极评价，强调其作为德国对华文化政策

手段的宣传目的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目标。[51]

李乐曾从德国对华政策出发，深度剖析了上海

德文医工学堂从建立到发展为同济大学这一历

史进程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之间的关联。[52] 崔

文龙重点展现了学堂德国教师在教学中与中国

学生之间的互动，指出了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

局限，即“学校能否发挥影响力不仅仅取决于

德方的意愿，更取决于中方的接受程度，对于

学校的运行和发展，中国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53]

在上述研究中，上海德文医工学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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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课堂活动等问题已得到阐释。与其相比，

关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国立北京医学专

门学校、国立中山大学等也有德国人参与的教

育机构中的医学教育，除埃卡特撰写的《1897-

1914 年间在中国的德国医生》、[31] 陈小卡和王

斌编著的《中国近代西医缘起与中山大学医科

起源》[54] 等书给予简略论述外，学界尚未展开

系统研究。

三、中国对中德医学关系史的影响

可以看到，关于“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

和“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的多数研究主要关

注了德国人在中德医学关系发展中的主动性作

用，例如：论述德国人在中医德传中的作用，

德国学界对中医的研究与实践，德国通过医疗

活动巩固在华利益、扩大在华扩张等问题。这

一研究视角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中德关系史的研

究中，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现代化”

等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思维模式长期占

据主要地位有关。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立场不同，

但“都片面地强调了德国单方面的主观意志和

客观作用，忽视了中国与德国对等的主体地位

和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中德关系是一种双向

的、互动的关系”。[55]

近年来，在“全球史”研究的影响下，突

破“西方中心论”的研究范式，探讨有关跨文

化的联系、接触和交往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20 世纪末以来的一些研究已开始强调，近代中

德关系的历史不是单向和统一的，而是动态和

复杂的；处于同时代背景下的德国人和中国人

并不是铁板一块，双方的行动者都带有各自的

文化立场、利益诉求或者政治目的；据此，应

破除“西方中心论”视角下单向、片面的解读，

从互动、微观的视角对近代中德间的各类活动

进行探讨。[56]-[59]

受此启发，在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中，

已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产生的

影响。例如：在对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研究中，

以各自的研究对象为基础，孔正滔、[35]布鲁克

豪森、[36] 李乐曾、[52] 崔文龙 [53] 等学者指出，

尽管德国在华的医疗活动起源于德国对中国的

“冲击”，但德国的“冲击”是有限的，德国在

华的医疗活动不是权力单向运作的结果，中国

一方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袁玮蔓在

探讨 19–20 世纪初德国人的中医书写时，也强

调并分析了德国人与中医的实际接触在其中的

作用。[22] 这些个案研究初步实践了从中德相互

作用的角度探讨中德间的医疗活动，呈现了中

德医学关系发展中的交往与互动。

不 过， 专 门 从 中 国 方 面 出 发 分 析 中 德 医

学关系史，例如：探讨中国在中医德传中的作

用、中国人对德国医学的态度和认知、中国人

在德国医学入华及其在华发展中的影响等问题

的研究则较少。葛绿蒂（Lydia Gerber）以德

占胶澳时期同善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
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在高密建立的

诊所为例，探讨了主持高密诊所工作的中国西

医如何在诊治当地病人的过程中采取了适合中

国人的理念和方法，并成功抵制了德国胶澳军

医，即德式“卫生现代性”对诊所工作的干预。[60]

刘亮探析了近代中国人对德国殖民当局在胶澳

租借地的公共卫生建设经历了从不适应、恐慌

到大加赞誉的态度转变，分析了在中国人中围

绕胶澳公共卫生形成名不符实建构的原因。[61]

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面对德

国的医学扩张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同样具

有主动性的行为体，是影响中德医学关系发展

的因素之一。虽然目前少有关于中国对中德医

学关系史影响的研究，但该视角将是对这一研

究有意义的补充，对于全面理解中德医学关系

史，尤其推动从中德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两国

医学的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

四、趋势与展望

通过对与中德医学关系史相关问题研究状

况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虽

然学界针对中德医学关系史已形成了丰富的个

案研究；不过，不仅仍有问题尚待挖掘、很多

已有研究也有继续思考的空间；而且还尚未形

成对这一关系史的整体探讨。第二，多数研究

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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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角度探讨中德医学关系的发展，少有从

中国方面出发、探讨中国对其影响的研究。第

三，在“全球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已有

从中德互动视角探讨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成

果，但还只是个案探讨，该研究视角尚未全面

地应用于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中。针对这些

问题，为推动我国的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德医学“关系史”书写，笔

者认为还应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第一，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面对中德医学

关系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一方面，要拓宽

研究视角——将个案问题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

下进行审视，综合考察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从中德双方的角度、

动态地分析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要以宏观

角度整合具体问题研究，即以广泛、充分的个

案研究为基础，探析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与互

动，形成对同类问题或同时段中德医学关系的

整体认知，进而更为全面、深入地展现互动性

的中德医学关系史。可以说，在深入具体问题

研究的同时，具有宏观性的学术视野，是当下

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第二，中德医学关系史领域的史料分散且

繁复，因此，要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

多种史料的搜集、解读与运用是极为必要的。

具体来说，要广泛收集各类中外文史料，明晰

史料的形成过程，并对其进行综合运用——不

仅要系统梳理、阅读官方档案文献，也要对散

布于当时报刊文章、研究著作、工作记录、调

研报告、日记、书信以及回忆录等各类资料中

的相关内容进行充分搜集和深入解读。在这一

过程中，探寻中德医学关系发展的脉络与细节，

细致考察隐含在文字中的思想文化因素，以实

现对中德医学关系史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

的解读。

第三，作为医疗史与中德关系史的结合，

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具备跨学科与跨国界的双

重特点，因此，加强学科互动与国际交流是推

动该研究领域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应推动历史

学与医学的学科交流。学界在这方面已有较多

成功实践，例如：医学史学术会议的召开、学

术期刊的创办、课程的开设等，这些成果和经

验为学科互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

面应加强国际合作。可以看到，在中德医学关

系史的研究中，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

而且具有不同于国内的学术视角和问题导向，

因此，要积极开展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并加大

对国外学术作品的译介。不仅上文提到的米歇

尔、埃卡特、孔正涛等德国学者的研究是值得

翻译引入的作品，也应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

果，尤其是中国或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医学关系

史。了解、引入这些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的中

德医学关系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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